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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
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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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区矫正自２００３年试点工作以来，走过十二年历程。截
至２０１４年底，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２２３７５２６人，累计解除
矫正１５０５３２４人，在册社区服刑人员 ７３２２０２人。２０１４年全年共新
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４８０１３４人，解除 ４２８９３３人，净增 ５１２０１人，每
月平均新接收４００１１人，月均解除 ３５７４４人，月均净增 ４２６７人。①

社区矫正是从西方国家引入借鉴的制度，学界与实践部门有着关于

社区矫正性质的争论，从规范文件与法律规定上来看，根据中央批

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之五种罪犯。修改后刑事

诉讼法规定，对上述前四种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于剥夺政治

权利的罪犯仍由公安机关执行。尽管存在关于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

规定不同，社区矫正在我国适用的对象是服刑人员，在性质上属于

刑罚执行。②

刑罚执行权一般为认为是一种公权力，由国家统一行使。同时

这种国家权力与国家责任是并存的。国家如果滥用或者不作为这种

权力，就意味着国家的失职。从刑罚执行的历史与现状上来看，生

命权的剥夺，统一由国家行使 （大多西方国家出于人权等方面的

考虑已经放弃这种权力），私力救济是不被国家法律所允许的。自

由权的短期或长期甚或终身剥夺，由国家出资建造监狱，出人管

４５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统计 （２０１４年）。
参见司法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草案送审稿）〉的说明》

（司发请 ［２０１３］３号），２０１３年２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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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美国等国家出于政府财政不足、低效等原因允许私人监狱的

运行，这也带来私人介入刑罚执行公权力领域引发的问题。而社区

矫正作为一种社会内处遇方式，民间力量的介入的深度与广度都远

远超过传统的刑罚执行方式。“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一般都有大量

的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参与，采取将社区服刑人员交由社会团体或志

愿者执行矫正的 ‘社区自治制’模式，其中还有民间创办的矫正

机构采用完全自治的模式。”①

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的探索中，各地结合风土人情创造出一些

特色模式。比如，浙江省诸暨市运用著名的 “枫桥经验”，创造出

针对农村矫正对象的 “枫桥模式”，即由镇司法所、协作站、矫正

小组、管段民警、村治调会、对象家属构筑立体管控网络。在宁

夏，基于回族宗教信仰，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定期到清真寺聆听教

诲；江苏省宜兴市则依托当地企业实体，成立 “方圆帮教中心”。

凡此种种，均表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初显特色，而 “北京模式”

与 “上海模式”即是其中的典型。②

在试点之初，北京市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市委政法委、首都综治委、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市司法局等部门，具体工作则由市司法局下设的监狱劳教工作

联络处 （后改为社区矫正与帮教安置处），以及各区 （县）司法局

和街道 （乡、镇）司法所承担。在矫正队伍上，以司法所干部和

抽调的监狱警察为主。各区县还成立了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虽

其在名义上是民间组织，实则由政府组建的管理机构，不仅经费由

财政专款保证，且矫正社工也由政府出面聘请，甚至中心刚成立时

的领导也由区 （县）司法局副局长兼任。可见，北京市采取的是

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管理的模式，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并未体现出

５５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②

谢澍：《十年回顾：社区矫正在中国》，载 《检察风云》２０１３年４期，第９页。
严励、张东平：《论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第五届当代刑法国际

论坛》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７－１８日，北京，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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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间社团性质。①

在上海，在市委政法委的牵头下，成立了一个副厅级的社区矫

正专门机构，即社区矫正办公室，且下设矫正处、联络处和综合

处，其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试点街道被要求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

组，并按 １∶１５的比例配备工作队伍，实际也多由派驻的监狱民警
和社区工作者充任。２００３年 “两高两部”通知明确由街道 （乡、

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任务。随后，先前独立

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专门机构按要求予以调整。次年，按照 “政

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思路，成立了上

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矫正社工依托该总站开展工作，社工的聘

用、培训、管理均交其负责，而仅在业务上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指

导，且政府通过购买社团服务与 “新航”发生联系。可见，北京

模式和上海模式分别侧重于政府管理和社团管理。②

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体现了社区矫正不同的组织模式，这提出

一个重要的问题：社区处遇以政府组织为主导或是以民间力量为主

导，不同组织模式孰优孰劣，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实际。

在传统的集权和专制国家模式中，刑事网是一个封闭的网络，

完全由国家垄断；而随着专制国家模式逐步向自由社会国家模式过

渡，刑事网日益向市民社会开放，刑法制度与社会性机构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重要，社会团体以更为积极的方式，而且是经常性地参与

到刑事司法中，成为刑法制度的必要环节。③法国著名刑法学家米

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将对犯罪的社会整体的反应分为两类：一

类是来自国家的，如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警察等；另一类是来自

市民社会的，如职业工会、协会、学校、家庭等。这两种反应之间

６５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但未丽：《社区矫正的 “北京模式”与 “上海模式”比较分析》，载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严励、张东平：《论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第五届当代刑法国际

论坛》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７－１８日，北京，第２９２页。
吴宗宪主编：《社区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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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①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不是将犯罪人

消灭或隔离，而是将他们放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社区矫正的

兴起与发展，受到市民社会发展程度的支持或限制。市民社会的发

育是社区矫正的社会结构基础，公民司法参与是社区矫正的社会资

源基础，社会宽容精神是社区矫正的社会心理基础，社区的建设发

展是社区矫正的社会组织基础。②可以说，社区矫正的组织模式是

否符合国情，是与一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的。社

区矫正需要民间力量，这要求有民间力量的存在，要求有合适民间

力量的存在，要求有愿意投入到这个事业上的合适民间力量的

存在。

同时，政府在社区矫正这个刑罚执行领域为民间力量搭建制度

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政府投入愿意投入多

大的人力物力，政府能够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当国家力量投入不足

时，社会或民间的自治模式会不会削弱刑罚执行的强制性与权威

性，从而影响社会防卫的效果。当政府管理过度时，会不会影响社

区矫正的社会化效果。这些问题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时间的

等待。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在古代从中国学习了汉字、先进的文化

法律制度，近现代的刑事司法从德国、美国等直接引进或借鉴了先

进制度。但在社区处遇保护观察制度上却保留了自身传统。从发展

路径上来看，日本社区处遇在二战后摒弃了警察管制，拾起以前民

间介入的传统，在财力与人力上依赖于社会力量。战后，保护观察

制度以代表官的保护观察官与代表民间的保护司的协力为基础而展

开的，由于当时国家财政的匮乏，不得不过多的依靠民间的协助。

之后，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的情况之下一直延续至今。犯罪情势

７５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②

［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２页。
吴宗宪主编： 《社区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５６－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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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化，以及保护观察处于困难的状况之下，对于民间的依赖越来

越强，直至发生本应由官承担的责任却让民间来承担的现象。许多

保护司不但指出了现存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批判保护观察官在

绝对人数上的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放任这种状况的法务省以及国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应该谦虚地接受这样的现实，通过增加

保护观察官的人数并扩充保护观察部门人与物的资源分配，来回应

国民对社区处遇制度效用的期待。

日本走在前面的经验与教训，也许值得我们观察与思考。以下

本文从日本社区处遇的历史考察与现实问题进行梳理。

二、日本社区处遇的历史考察

（一）萌芽时期———从公营向民营的转移

对犯罪人援助的慈善理念与措施早在 《日本书纪》① 中就有记

载，当时表现为天皇对犯罪人罪的赦免和释放后给予布匹、衣物或

稻米等救济性措施，这被认为是最初的恩赦和免囚 （被释放遣送

的囚犯）保护。②日本社区处遇制度的萌芽一般认为始于加贺藩的

“非人小屋” （宽文九年—１６６９年）和江户川岛的 “人足寄场”

（宽政二年
*

－１７９０年），这些地方被认为是日本更生保护设施的
最初形式。它们把刑满释放却无家可归的犯罪人收容起来，为其提

供一定的衣食住行和劳动的机会。一部分社会流浪者也被收容在这

些场所中。日本明治时期的 “别房留置制度”（明治十五年—１８８２
年）也被认为是最初更生保护制度的一种，别房留置，是指将刑

满释放但无家可归的犯罪人留置在监狱附近的场所中，让其劳动同

时提供一定的食宿。③

此时对犯罪人社会保护的措施表现为公营的性质，即多由地方

８５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日本书纪》是日本奈良时代 （７１０年 －７９４年）的历史书，传说是日本最古老
的正史。汉文、编年体，共３０卷。

守山正 「わが国における更生保护の
+

史的展开过程」 （早研、第 ２２
,

，２８２
页）

安形静男 「更生保护の１００年·年表」（『ジュリ』第５８号、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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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政组织运营。但日本这种公营先行的更生保护形式并没有得到长

久的继续和发展，到明治二十二年 （１８８９年）别房留置制度被废
止，政府呼吁民间力量介入到更生保护事业中来，并对民间的合作

给予十分的支持和奖励，自此更生保护制度的支撑点由政府向民间

转移。这种转移的原因主要是，要接受保护的犯罪人人数逐年增

加，日本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难以负担维持更生保护设施的运营经

费，只好向民间求助。但是，据史料记载，虽然日本更生保护制度

在当时开始了从公营向民间的转移，但民间性的更生保护场所和设

施只是小规模的，对犯罪人的容纳量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别房留置

制度在被废止的二十年中仍然存留。①

（二）发展时期———民间保护事业的兴起

政府在财政无力的情况下，求援于民间力量，呼吁民间人士和

团体加入到对犯罪人的保护事业中来，对民间保护事业的发展给予

政策和法律制度上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形成了对犯罪人

更生保护事业发展的高潮，主要表现在对犯罪少年或违法少年的保

护与对成年刑满释放人员 （“免囚”）的保护两方面。②

１少年保护
明治十六年 （１８８３年）一位名为池上雪枝 （女）的神道教职

人员在大阪的自家宅院建立了 “池上感化院”，这是日本最初的对

违法不良少年的保护设施。③此后，日本各地相继设立了少年感化

院，如东京感化院 （１８８５年）、千叶感化院 （１８８６年）、冈山感化
院 （１８８８年）、京都感化保护院 （１８８９年）、三重感化院 （１８９７
年）、广岛感化保护院 （１８９９年）、东京巢鸭家庭学校 （１８９９）

９５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②

③

西冈正之 「日本における更生保护の
-

み」（『日本の矫正と保护』第３号、５
页）

.

川晃 「保护
/

察と民间笃志家の役割」、石原一彦·佐々木史朗·西原春
夫·松尾浩也编著 「现代刑罚法大系 （第７

,

）———犯罪者の社会复
0

」（１９８２年、日
本评论社、３５５页）

「更生保护５０年史」（２０００年、更生保护５０年史编集委员会、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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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①这些感化院的创始人多半是与宗教有关的人物，此时的少年

保护感化院可以说完全是私立的、民间性的。

在政府有责任承担少年保护思想的催促下，明治三十年

（１８９７年）日本感化法被制定实施。根据感化法，少年感化院的收
容对象是：（１）由地方长官认定的，缺少适当的亲权行使者或者缺
少适当的监护人、有游荡或乞讨或不良交友等行为的年满 ８周岁、
不满 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２）被判处惩治场收容的年少者；
（３）有法院同意收容于惩治场者。除第三种收容者外，收容到年
满２０周岁为止，内务省所属的地方长官任何时候都有权予以假释
退院 （这里指感化院的假释）或者退院。②感化法的制定，在少年

保护领域加入了国家公权力，表现为： （１）作为强制各地方设立
感化院的法律，予以地方长官管理权、监督权、入院决定权；

（２）感化院院长对被收容者、假释退院者拥有亲权，被予以停止
亲权、管束、减食等强硬的惩戒权等在民法上属于强制性的权限；

（３）被收容者可以通过诉讼进行不服申诉。③

有学者认为，感化法体现了国家可以代替亲权者的 “国家亲

权主义思想”（ＰａｒｅｎｓＰａｔｒｉａｓ），公立感化院的诞生，标志着少年保
护从慈善性、福利性的民间感化院开始向担负着预防不良少年犯罪

的国家刑事政策领域发展。④但实际上，尽管法律规定，设置感化

院是地方政府的任务，但各地方惩治场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出资

再建立少年感化院，在感化法实施近十年中，只有东京、大阪、神

奈川、琦玉、秋田这三府二县设立了公立感化院。在实际运营中与

其说是少年保护的感化制度，不如说仍然属于惩罚报应性质的惩

治场。⑤

０６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④

⑤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页。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页。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页。
重松一义 「少年法の思想と

1

展———法改正をめぐる
+

史的アプロ
2

チ」

（２００２年、信山社、８５页）
菊田幸一 「保护

/

察の理论」（１９６９年、有信堂、８９－９０页）



　　成品 １４８ｍｍ／２１０ｍｍ

自明治十五年 （１８８２年）实施的日本旧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
为１２周岁，随日本旧刑法的实施而被修改的 《监狱则》将 “惩治

监”改称为 “惩治场”，作为收容未成年犯罪人和不良行为少年的

场所。旧刑法规定，根据行为的情形可以将从年满 ８周岁到年满
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收容到惩治场。①同时修改后的 《监狱则》规定

２０周岁以上的社会放浪行为不轨的青年也可以收容到惩治场，进
行行为矫正。②对收容的未成年人进行读书、写字、算术、图画等

科目的教育，并备有记载学业优劣等的名册。虽然在修改后的

《监狱则》明文规定，惩治场作为年幼者犯罪的对策，开创了对少

年进行教育性处遇及保护主义的先河，但实际处遇中由于惩治场和

监狱是并置的，惩治场的职员往往也是监狱的狱政官，惩治场也就

免不了同样带有自由刑的弊端。

针对惩治场的弊端，明治四十一年 （１９０８年）日本新刑法制
定实施、现行监狱法实施、感化法修改。新刑法中规定，未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受刑法处罚。在监狱法中，惩治场被废止。与之

相适应，感化法修改。作为少年法产生之前的暂时措施，各府县设

立感化院，收容未满 １８周岁的应受惩治的未成年人。这样，为了
填补因新刑法刑事责任年龄的新规定和监狱法中惩治场被废止而产

生的处遇空白，各地方政府设立公立感化院，开辟了国家财政辅助

少年感化事业之路，感化院在全国普及。但由于其内容的极其贫

乏，感化院虽然树立了 “完全以皇室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培养

对国家有利的人才，通过神道帮助收容人员达到精神上的教化的目

的”③的主要目标，但感化院在教育和保护少年方面所起的作用是

极为有限的，有学者评价说 “即使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下，作为非

行少年或不良行为少年的教育性处遇理论和实践先驱的感化院设立

１６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②

③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１０页。
菊田幸一 「保护

/

察の理论」（１９６９年、有信堂、８９页）
矫正协会 「少年矫正の近代的展开」（１９８４年，１１１页）



　　成品 １４８ｍｍ／２１０ｍｍ

运动，在这个时代仍然是受刑罚主义支配的”①。

基于政府力量的不足，在少年保护领域客观上仍然需要民间力

量的协助和支持。到大正十二年 （１９２３年）日本少年法 （习惯称

“旧少年法”）实施以后，少年社区处遇的民间行为得到了法律上

的认可和制度上的支持。在该法中规定了作为少年保护处分②的一

种的 “少年保护司观察制度” （旧少年法第 ６条），正式承认少年
社区处遇事业的执行主体之一是身为民间人士的委托保护司。这一

制度是日本最初的法律制度意义上的社区处遇，同时也是在规范意

义上保证民间慈善家参与社区处遇的最初制度形式。③旧少年法规

定，少年观察由少年保护司执行，保护司分为专任和委托两种。前

者属于有俸给的官吏，后者是接受司法大臣委托工作的民间人士。

委托保护司，以国家社会更生保护事业的志愿者的形式工作，没有

劳动报酬，甚至社区处遇活动的差旅费等都由自己承担，委托保护

司是少年保护会的成员，负责本地区社会的少年保护监督活动。观

察的对象是触犯刑法或具有触犯刑罚危险性的不满 １８周岁的未成
年人，具体包括： （１）被处予作为保护处分观察的少年 （旧少年

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６项）；（２）被处予临时处分观察的少年 （旧少

年法第３７条第 １款第 ４项）； （３）缓刑少年或假释出狱的少年
（旧少年法第６条第１款）；（４）矫正院中假释退院的少年 （矫正

院法１３条）。
委托少年保护司在负责上述观察处分的同时，负责就少年存在

的问题变化等与少年商谈，同家庭、学校联系协调，力图改善少年

２６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守屋克彦 「少年の非行と教育———少年法制の
+

史と现状」 （１９７７年、劲草书
房、３２页）

旧少年法第４条规定，保护处分的种类有９种，即：（１）施以训诫；（２）由校
长施以训诫；（３）具结悔过；（４）附条件移交给保护人；（５）委托给寺院。教会、保
护团体或者适当者；（６）交付给少年保护司的观察；（７）移送感化院；（８）移送矫正
院；（９）移送或者委托医院。（这种保护处分几乎没有被用过）

.

川晃 「保护
/

察と民间笃志家の役割」、石原一彦·佐々木史朗·西原春夫
·松尾浩也编著 「现代刑罚法大系 （第７

,

）———犯罪者の社会复
0

」（１９８２年、日本
评论社、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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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环境。当时，虽然作为国家公务员工作的 “专门保护司”

同样被制度化了，①但由于人数十分有限，主要业务集中在少年审

判前的调查活动、法官的辅助、少年法院内部的工作等。这样，开

始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官民一体的社区处遇体制。

２免囚保护
日本最初的对犯罪人的保护民营设施是明治二十一年 （１８８８

年）由民间人士金原明善和川村矫一郎创立的 “静冈县出狱人保

护会社”，之后在爱知、三重、京都、东京、冲绳、琦玉等各地方

对出狱人员保护的设施相继设立，这些民间保护设施的创立者多为

社会事业家、宗教活动家或监狱职员。明治 ２０年代对出狱人的保
护事业，是以民间慈善事业为特征诞生的。但是正如前所述，当时

的民间保护力量还很薄弱，公营的别房留置制度在被废止的二十年

左右仍然存在。

明治３０年 （１８９７年）１月 １９日，英照皇太后大丧实行恩赦，
当日就有近１万受刑人被赦免释放，同时各府县负责准备慈善救
济。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社会对犯罪人的保护热心更为高涨，自

此平均每年３－４个保护团体成立。明治 ４０年 （１９０７年）政府出
台免囚保护事业的鼓励政策，规定民间对犯罪人保护事业的支出预

算在１万元以上的，次年就可以从政府领取奖励金。②

大正１３年 （１９２４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规定了起诉
便宜主义，这样起诉犹豫人员和微罪释放人员大量增加，对起诉犹

豫人员的收容和保护团体也相应成立。在明治 ４５年 （１９１２年）到
大正１０年 （１９２２年）的十年间，民间保护团体由 １０８个发展到全
国６７１个，名称由原来的 “免囚保护”更改成 “释放者保护”或

“犹豫者保护”等多种称呼，这些与少年保护和后来的 “思想犯保

护”统称为 “司法保护”。

３６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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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时期———国家主义的抬头

随着民间团体对犯罪人保护事业的关心的不断推进，更生保护

事业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昭和 ６年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到日本战败为止，国家主义急剧地发展和强化，日本战

前社区处遇的部分内容成为日本社区处遇历史中极不光彩的

一页。①

１战前的警察监视制度
警察监视的种类

根据明治１３年 （１８８０年）日本旧刑法的规定，警察监视有两
类，一是作为附加刑对刑满释放人员的警察监视 （第 １０条第 ４
款）；二是对假释人员从获假释之日起到刑期终了之日止的特别监

视 （第４０条第３款）。监视可分为两类，即法定性的监视与宣告
性的监视。前者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１）对重罪者在有期刑期终
了之后，作为附加刑进行监视，期间一般为有期刑期的三分之一

（第３７条）；（２）对死刑或无期刑期的免除的情况，在获释后给予
的监视，期间为５年 （第 ３９条）。后者指受刑法各条具体规定的
限制，对个别轻微犯罪人，不实行实刑，而是采取宣告附加警察监

视的处分 （第 ３８条）。受监视人在监视期间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附则第２７条）。

（１）每月两次到警察局报到，在 “监视表”上签字；

（２）不得参加聚众的集会或酒宴；
（３）迁移住宅时，要向警察局申请并等待其审核和许可；
（４）不得擅自出行或旅游，迫不得已时，必须向警察局说明

事由，并等待其许可。

如果受监视人严格遵守规则，根据 “悔过的情形”，可由警察

官提出申请，以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的名义命令暂时免除监视

（附则第３６条）；相反，如果受监视人违反规则，则可能被处予 １５

４６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菊田幸一 「思想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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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法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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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分析」（「法律论丛」第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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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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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上６个月以下的重监禁的处罚 （第１５５条）。
对假释人员的特别监视更为严格，除上述要求外，要求受假释

人员每周一次到警察局报到，汇报日常生活情况；旅行即使被许

可，也限制在一日之内必须返回居住地。此外，即使在假释期满

后，如被认为有监视之必要时，仍可对其处予监视处分 （附则第

４６条）。
无论是监视还是一般监视，受监视人一般在自宅居住，但是如

果受监视人没有住所的，在受监视期间内，被留置在监狱旁的

“别房”（附则第３２条、第４７条）。
警察监视的问题点

其一，警察监视制度有悖于刑法责任原则。

可以说，对刑满释放的人进行的警察监视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保

安处分，①如果说对假释人员附加特别监视是为了在回避自由刑弊

端的同时防止再犯，那么对于已经服刑终了的出狱人再科予监视处

分，是有悖于近代刑法所确立的责任原则的。此外，即使是在刑期

终了之后在受监视期间，由于违反监视规则，则可能被处 １５天以
上６个月以下的自由刑，从这个意义上说，监视规则的违反就构成
了新的犯罪。根据明治３４年 （１９０１年）对刑法修正案贵族院特别
委员会政府委员的说明，当时每年因违反监视规则而被科予刑罚的

案件就达到１万件以上，成为仅次于盗窃罪的第二大类犯罪。②为
预防犯罪而实行的监视却成了新的犯罪的主要成因未免有些荒唐。

其二，警察监视制度不利于犯罪人的社会回归。

实际上，无论是一般监视还是对假释人员的特别监视，与今天

着眼于犯罪人自立更生、改善更新的社区处遇制度是不同的，当时

的警察监视几乎完全向社会防卫方向倾斜，强调的是对规则和秩序

５６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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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太郎 「自由刑の展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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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守，而并不太关心受监视人本身的人格状况、生活环境等。日

本刑法学者正木亮博士在批判当时的监视制度时曾言：“（因为警

察监视的存在 ）受监视人再次就业劳动的路被阻断了，与家庭的

正常联系被妨碍了，受监视人逐渐被迫陷入自暴自弃的困境中难以

自拔。特别监视在性质上与假释制度的初衷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与

其说这样是对犯罪人的一种社区处遇，那么这样的措施不如

不要。”①

其三，警察监视制度在人权保障上存在着隐患。

日本旧刑法是以法国近代刑法为范本制定实施的，警察监视制

定也是从法国借鉴过来的，当时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将犯罪人视

为政治性的敌人，警察的任务就是对付这些 “敌人”保护 “善良

公民”的 “平稳的生活”，这样的意识一方面赋予了警察权力的正

当性，同时社会上认为一次犯罪那么再犯可能性就很大的意识很

强。警察在对犯罪人的监视过程往往以人身危险性为单方面依据进

行人身、住宅搜查，在人权保障上存在严重问题。②

针对警察监视制度的弊端，明治４０年 （１９０７年）的刑法中废
除了作为附加刑的警察监视。但是，监狱法第 ６７条规定，对假释
人员的监督仍然由警察执行。

警察监视制度的完全废止是到战后犯罪者预防更生法制定实施

之后。

２思想犯保护
日本对成人社区处遇制度创设的标志是昭和 １１年 （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２０日开始实施的思想犯保护观察法，在这部法律中 “保护观

察”一词开始成为正式的法律用语而逐渐被固定下来广泛使用。

思想犯保护观察制度，是由全国 ２２所保护观察所及保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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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会负责组织运行的，对构成触犯治安维持法犯罪而被判处执行

犹豫、起诉犹豫、假释或刑满释放的人，经保护观察审查会决议处

予保护观察处分的制度。①保护观察期限为 ２年，但经保护观察审
查会决议可以更新延长。保护观察处分的实施，意在于 “促进犯

罪人思想的转变”，思想教育和监督援助成为保护观察的主要内

容。在保护观察期间，犯罪人的居住、交友、通信等都受到监督和

限制，保护观察可交付保护观察所执行，也可委托给保护团体

实施。

此时的保护观察类似于旧刑法中的警察监视制度，主要原因是

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的母体是治安维持法。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共

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日本社会影响逐渐扩大，治安维持法作为打

击取缔社会运动的武器，规定组织参加企图改变国体、推翻私有财

产制度的集会、结社的行为为犯罪。一方面，为了威吓和打击思想

犯，刑罚趋向严刑化，另一方面，在政府强调镇压的同时，在民间

重视犯罪人保护的呼声也渐渐高涨。昭和 ６年 （１９３１年）成立了
以改变思想犯思想，帮助其适应社会为目的的民间保护团体 “帝

国更新会”，次年同样性质的团体 “大阪佛教和衷会”成立，陆续

各地方相类似的团体组织成立起来。昭和 １０年 （１９３５年）９月，
为指导全国民间思想犯保护活动为目的的财团法人昭德会成立。昭

和９年 （１９３４年）———昭和 １０年 （１９３５年）间，就治安维持法
中有关保护观察规定的修改草案被提交到帝国议会讨论，由于当时

就 “预防拘禁制”和 “国体变革”的解释产生了纷争，结果该法

的修正案没有被通过，而是制定了相对独立的思想犯保护观察法。

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是在民间保护事业实践的基础上创设出的新

的保护观察的法律制度，从立法意图上强调用对思想犯的保护来代

替威吓和镇压，从保护的立场出发，但是由于受该法的对象是触犯

治安维持法的思想犯，而治安维持法的正义性是十分值得质疑的，

由此产生的保护观察也被认为是日本社区处遇制度史上一颗 “不

７６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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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之星”①。

３司法保护事业
对释放者、执行犹豫或起诉犹豫的保护，与少年保护、思想犯

保护不同，其实施机关不是少年法院或保护观察所这样的国家机

关，而是由作为民间团体的财团法人辅成会指导实施的。辅成会主

要负责相关业务的指导、分会的成立，开办保护事业专业人员培训

等。虽然民间力量对保护事业的热情很高，但是由于脆弱的经济基

础，其保护的对象、人数和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因此，

随时间的推移，保护国营论、保护措施的法制化、保护职业的国家

财政辅助等呼吁日渐高涨。昭和 ７年 （１９３２年）民间人士草拟出
《司法保护法纲领》，昭和８年 （１９３３年）由代议士小林瞭等人将
司法保护法案向第６４届帝国议会提出，经讨论在众议院通过，但
在贵族院未能得以通过。之后在昭和 ９年、１０年分别再次提出，
仍未能通过。

在此过程中，昭和 １１年 （１９３６年）思想犯保护观察法通过，
以此为契机，全国要求制定统一的司法保护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昭

和１２年 （１９３７年），分别在释放者保护、少年保护、思想犯保护
不同领域指导全国保护事业的三大团体辅成会、日本少年保护协

会、昭德会共同联手主办召开了全日本司法保护事业大会。经大会

讨论提出如下建议： （１）为尽快促成统一的保护观察制度成立保
护观察实务执行官厅；（２）创立司法保护委员制度；（３）为全面
实现少年保护事业，全国各地设立少年法院和矫正院； （４）为帮
助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修改相关法律和完善相应制度。②同年 ８月，
全日本司法保护事业联盟成立，自此释放者保护、少年保护和思想

犯保护被统称为司法保护事业。

正在日本社会一步一步向统一社区处遇制度努力推进之时，受

战争的影响，日本军事费用的扩大客观上使保护观察全面法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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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面临困难。尽管如此，昭和１４年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司法保
护事业法开始实施，该法将保护团体和司法保护委员制度化。司法

大臣在说明该法案时指出：“近年来再犯人数逐年增加的倾向，令

人堪忧。安定的社会秩序是国家发展、国民幸福的基础。帮助犯罪

人回归社会、防止再犯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对犯罪人的援助和辅导

是必要的。”①司法保护事业法与司法保护事业法施行规则同时出

台，根据其规定，对起诉犹豫者、缓刑人员、假释人员、刑满释放

者、依少年法被判处保护处分的少年，施行收容保护、临时保护和

观察保护三种保护措施。观察保护原则上由司法保护委员执行，收

容保护与临时保护由司法保护团体执行。司法保护团体又可分为犹

豫者保护团体、释放者保护团体、少年保护团体和思想犯保护团

体。但是对犹豫者和释放者的保护不属于国家的责任，对此主要经

费不由国库支付。

负责观察保护的司法保护委员是应司法保护事业法和同时施行

的司法保护委员令而产生的。司法保护委员制度，可以追溯到江户

时代 （１６０３年 －１８６７年）的 ５人组制度。江户时代，为保证年供
奉的交纳和治安秩序的维持，施行 ５人 １组的相互监督连坐制度，
被称作 “５人组”。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因 １人缴不上供奉而
５人连坐的结果，形成了５人相互协助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司
法保护委员制度的形成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司法保护委员

受司法大臣委托，分派到各个保护区，由司法大臣从司法委员中选

任的委员与检察官组成司法保护委员会，检察官任会长。司法委员

负责对受保护观察人的指导。到昭和１４年 （１９３９年）末，司法委
员的定员达２万７９０人，保护区有９５７个。

此时形成的司法保护事业与警察监视、思想犯保护观察不同的

是，警察监视和思想犯保护观察偏重于社会防卫和强制性的监督，

而司法保护扩大了保护观察的对象，将立足点放在对犯罪人的社会

回归上，同时民间的积极态度和努力带动了政府的立法，促使民间

９６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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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事业进一步制度化，为战后形成的官民协助互动的社区处遇制

度打下了基础。

（四）战后时期———官民协同体系的形成发展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经济混乱、社会不安，犯罪率增加，被判

处缓刑或获假释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同时期，昭和 ２０年 （１９４５
年）１０月４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下发了禁止限制公民政治、宗
教自由的指示，同年１０月１５日治安维持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被
废除，相应的保护观察处分也被废止。据法务省保护局保存的档案

资料记载，当时确立了日本战后的司法保护事业发展的政策：

（１）建立司法保护机构；（２）提高司法保护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３）实现司法保护事业运行的科学化。①在征求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的意见后，开始新时期的司法保护体制的建立，从昭和 ２１年
（１９４６年）开始，以司法大臣官房保护科为中心，对司法保护事业
法、少年法及矫正院法等法律修改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财团法人司

法保护协会设立了 “司法保护法修改咨询委员会”，关于社区处遇

方面的立法改革被提上日程。

１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的制定
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的制定，最初是由对司法保护事业法的修改

开始的，在司法保护事业法的修改草案中，沿袭了司法保护的旧

例，并意图提高司法保护团体及司法保护委员会在法律制度中的地

位，由于该草案中有关收容设施的规定遭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强

烈反对，该草案没能完全通过。关于保护司法委员，尽管联合国军

总司令部认为社区处遇不应由民间人士来执行，但由于日本作为公

职人员的保护观察官数量极为有限，无法承担正常实行社区处遇的

工作量，同时考虑到日本地区社会民间人士对社区处遇事业无偿工

作的传统，保护观察司法委员的相关规定，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

部的认可。草案又增加了预防犯罪的相关规定，因此在讨论修改

０７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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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法案以犯罪者预防更生法案的名义于昭和 ２４年 （１９４９年）
４月提交给国会，经国会反复审议并在部分修改的基础上，于昭和
２４年５月３１日公布，应在同年７月１日开始生效实施。

这部法律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更生保护的组织形式，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

（１）作为更生保护的国家中央行政机关，设立中央更生保护
委员，作为法务府的外局，负责保护观察的执行、假释制度与恩赦

制度的管理。昭和２７年 （１９５２年）通过政府行政改革，将中央更
生委员会改组为中央更生保护审查会和保护局。

（２）设立与高等法院管辖区相一致的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
负责对保护观察所工作的监督与假释的许可审理，这样改变了战前

由司法大臣签发假释许可的形式。地方委员会最初分为成人与少年

不同分支，但后来合二为一。

（３）在各地方法院所在地，分别设立成人和少年保护观察所，
实行保护观察。少年保护观察所的工作人员，从少年法院调配；成

人的保护观察所的工作人员，从各地方检察厅的司法保护委员会调

配。保护观察所最初是地方委员会的事务性分支机构，后来成为独

立机关，同地方委员会一样，开始分成人与少年两支，后来合二为

一，这种合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源不足，工作人员不够。②犯罪

者预防更生法虽然被制定执行，但与之相配套的财政预算、人员编

制等在实践中很难到位，在该法开始实施之初的９个月的预算仅为
１亿５千万日元，全国职员的定额不足 １千人。之后曾经几度计划
增加职员定额，扩大社区处遇的业务范围，但终因司法资源的有限

而未能实现。

犯罪者预防更生法，在制度组织设计上，以少年的保护观察和

１７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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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假释者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犯罪人实施社会内处遇

的保护观察的制度化，但同时在对刑满被释放人员、起诉犹豫者、

缓刑人员的防护措施上相关规定存在空白，为了解决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相关立法显得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更生紧急保护法、

保护司法相应出台。

２更生紧急保护法、保护司法的制定
自昭和２４年 （１９４９年）８月以来，释放人员保护草案、犯罪

人应急保护草案、释放人员等应急保护草案等相关法律的立法准备

在不断进行中，昭和２５年 （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５日更生紧急保护法被
公布实施，同时司法保护事业法被废止。与司法保护事业法相比，

更生紧急保护法更强调社区处遇事业的国家责任。

司法保护委员，在犯罪者预防更生法中规定，司法保护委员承

担社区处遇和犯罪预防的任务，但是司法保护事业法与司法保护委

员令如果被废止，那么司法保护委员的资格、任命、配置等在法律

上就成了空白，因此作为与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相呼应的独立法，保

护司法与更生紧急保护法同时出台并公布实施。在保护司法中，将

战前的委托少年保护司与司法保护委员统称为保护司，民间性的保

护司与国家公务员身份的保护观察官一起从事保护观察事务。如前

所述，虽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反对民间人士从事社区处遇活动，但

最终日本本土的意见占了上风，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官民相结合的

社区处遇执行制度得到法律的承认。

３执行犹豫者保护观察法的制定与修改
对缓刑人员的社区处遇，虽然在旧少年法与思想犯保护观察法

中有部分规定，但主要的制度形成是在战后。昭和 ２８年 （１９５３
年）关于刑法部分修改的提案被提交国会讨论，这一提案中提出

缓和缓刑的要件，对于初次被判处缓刑的行为人可以处予裁量性的

保护观察，而对于再次被科予缓刑的行为人处予必要性的保护观

察。但是刑法修改案中裁量性的保护观察立法建议未予采纳。次年

刑法再度被修改，规定初次被判处缓刑的行为人可以处予裁量性的

保护观察，同时新设了保护观察的暂时解除制度。与刑法修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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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执行犹豫者保护观察法被制定实施，其一般遵守事项较假释的

保护观察宽松；该法没有承认特别遵守事项，这与犯罪者预防更生

法中规定的保护观察不同。① 经１６４次国会审议通过执行犹豫者保
护法修正案，规定可以对附加保护观察的缓刑人员设定特别遵守事

项，并且就迁居、旅行等事项由通知制改成许可制，加强了对缓刑

人员的监督。该法修正案由２００６年３月制定，同年９月开始施行。
４更生保护事业法的制定与保护司法的修改
平成６年 （１９９４年）更生紧急保护法修改、平成 ７年 （１９９５

年）更生保护事业法被制定、平成 １０年 （１９９８年）保护司法修
改。在更生紧急保护法中规定更生保护会为民间性的公益法人，平

成８年 （１９９６年）４月 １日更生保护事业法正式开始实施，该法
赋予更生保护会社会福利法人的法律地位，同时更生紧急保护法被

废止。更生保护事业法扩大了保护对象，将被判处刑法罚金、科料

刑的行为人，少年院期满退院的少年也纳入到保护视野中来。

保护司法的修改，体现在对保护司组织的法定化，进一步明确

其职责任务，新增了有关地方公共团体的保护司与保护司组织之间

的合作规定，从法律形式上充实了保护司制度。

小结———战前战后社区处遇性质之比较

上述对日本社区处遇形成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简单地勾勒出日

本社区处遇的变革轨迹。可以看出战前由国家主义为主导支配的监

视制度与战后日本民间与政府合力构建的更生保护事业在性质上有

着明显的不同。战后的更生保护的发展为今天日本社区处遇制度打

下了直接基础。②

第一，战后的更生保护事业体现出社区处遇的基本理念。在犯

３７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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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者预防更生法和执行犹豫者保护观察法中明确了保护观察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犯罪人改善更新，促进个人与公共的福祉。这一理念既

是民间力量所努力追求实现的，同时更是国家所应担负的责任。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社区处遇的萌芽是由民间开始的，

对犯罪人更生保护的理念在日本民间是有传统根基的，这也是现

行制度社区处遇仍然以民间志愿工作者保护司为主力的一个重要

原因。

第二，社区处遇强调监督与援助两个方面。在犯罪者预防更生

法第３４条第１款和执行犹豫者保护观察法第 ２条规定，更生保护
的目的要求对受保护观察者进行指导监督的同时对其生活进行辅导

援助。战前的制度偏重于监督或监视，而战后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重

视对犯罪人的援助和辅导。战前的监督方式表现为警察的盘问和搜

查，而战后的社区处遇的监督方式多表现为身为民间人士的保护司

在与受保护观察人的适当接触中，督促其遵守规则并给予必要的

指导。

第三，同战前的制度相比，战后社区处遇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科学性。战前的社区处遇措施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从公权力

的立场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强制性。战后的社区处遇仍然是国家司法

的一种强制性措施，但在具体适用上针对对象者的个体特征，医

疗、心理、社会性的指导和援助被引入社区处遇领域，而不仅仅体

现为法的强制。这种科学性在体现在相关法律中的原则中，①如

（１）处遇的个别化原则 （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第２条）；（２）处遇的
必要相当性原则 （同法第 ３４条第 １项）；（３）秘密保守原则 （同

法第５９条、保护司法第 ９条第 ２项）； （４）工作的专业性原则
（同法第１９条第２项）；（５）工作的亲切、诚实原则 （假释及保护

观察相关规则第２条）。当然，法律上规定的这些原则即使在现行
的制度中也不是完全被实现的，只是朝着这样的目标越走越近。

４７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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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社区处遇最新发展与现实问题

２００７年日本更生保护法颁布，２０１３年 ６月最新修改。更生保
护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１）缓刑 （对成年和未成年缓刑犯的监督和帮助）
（２）假释 （从假释决定开始对成年和未成年假释犯监督和支

持）

（３）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后期关怀 （提供各种支持，帮助他们

自我矫正）

（４）赦免 （主要适用于个人赦免）

（５）犯罪预防活动 （本地和全国）
其中社区处遇保护观察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类： （１）由家庭裁

判所针对少年犯适用的作为保护处分的保护观察； （２）从少年院
假释退院之后，收容时间结束或者完全退院之前的保护观察；

（３）假释期间的保护观察；（４）缓刑期间的保护观察；（５）从妇
人辅导院假释退院期间的观察。前四项都是以 《更生保护法》为

根据，第五项以 《卖淫防止法》为依据。但实践中，第五项保护

观察几乎没有被适用过。

在日本，更生保护不是由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而是由司法部

组织和管理的。有四个政府部门负责犯罪人社区处遇的相关工作：

（１）法务省保护局；（２）国家罪犯矫正委员会；（３）地方更生保护
委员会；（４）保护观察所。法务省保护局作为日本更生保护的总
部，是法务省六局之一，负责全面管理更生保护国家罪犯矫正委
员会是一个隶属于司法部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两个主要功

能：（１）针对一个特定的人向司法部长提出赦免建议；（２）当缓刑
犯和假释犯提出控诉的时候，依据 《犯罪者更生保护法》和 《行

政上诉法》审查和批准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的裁决。通常，大多数

的控诉都与假释被撤销有关。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 （ＲＰＢ）位于日
本高等法院和高等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所在的八个主要城市。他们的

５７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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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是决定是否批准或者撤销假释。①

社区处遇通常是由作为专业人士的保护观察官和民间志愿者性

质保护司共同担当实施的。这种官民协作的形式是日本社区处遇的

一个重要特征。

日本的保护观察官负责保护观察、犯罪人人格调查，更生保护

与犯罪预防。保护观察官属于国家公务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并接受统一的研修培训。保护观察官作为社区处遇实施的主任

官，需要具备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与更生保护相关的

专业知识，并运用专业知识从事社区处遇、犯罪人人格调查，更生

保护与犯罪预防等工作。

一般认为，保护观察官的专业性不止限于专业性知识技术的掌

握，还包括高尚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力。具体而言，在保护观察官

与社区处遇对象直接会见时，其言行举止可以让对象人感受到他思

考的洞察力、行为的果断、人格的高尚，为之影响感染。② 这是国

民对保护观察官的一个期望形象。然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保护观

察官人员的不足，保护观察官与受保护观察人员的直接接触是很有

限的，多由身为民间人的保护司来具体实施。另一方面，由于保护

观察官虽然与普通保护司相比受到专业性的学习和培训，但往往由

于缺少实践经验，制定的社区处遇计划，有时过于抽象，保护司对

此抱怨难以执行。③面对矫正改善困难的社区处遇对象人的增多，

真正实现保护观察官的专业性，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保护司是协助保护观察官从事社区处遇工作的民间人士，但由

于受委托从事国家性活动，适用国家公务员灾害补偿法。保护司负

有保守秘密、尊重名誉的义务。

６７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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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司经保护观察所所长提名推荐，经保护司选考会答辩，由

法务大臣名义上委托任命。保护司没有工作报酬，从事社区处遇有

关工作产生费用的全部或一部分以实费补偿金的形式由政府支付。

政府在这方面财政支出的不足，形成保护司的经济负担，①因此保

护司的固定工资化被提出，但从对工资化提议的调查问卷的结果来

看，６９％的保护司反对实行固定工资化，认为这样将有可能失去保
护司的民间性特征，同时有损于精神奉献的志愿者特性。②

保护司作为无报酬的志愿者直接与受社区处遇人员接触，可以

说是社区处遇的直接执行人，相对于其它国家，日本犯罪率较低、

治安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被归结于保护司制度。③但同时保护司制

度也存在诸多现实的问题。

第一，保护司的老龄化。保护司任期两年，原则上初任年龄不

超过６５周岁，再任时不满 ７６周岁。从 １９５８年开始，保护司老龄
化的倾向开始显现，到 ２００４年 ６０周岁以上的比例高达 ６９％。从
平均年龄上看，１９５３年为 ５３２周岁，１９６４年为 ６０周岁，２００４年
为６３３岁。④ 保护司的年龄比例变化如下图所示：⑤

保护司人员构成比率的老年化趋势是日本社会老年化的一个反

映，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恒川京子所指出的： （１）相
对于社区处遇对象青少年的比率较高，保护司与社区处遇对象的年

龄差距较大，可能会带来沟通、理解或影响力方面的障碍；

（２）老年化，可能引起行动力的正常减退； （３）思考能力也可能
有所偏执，缺少灵活性； （４）在研修培训的过程中，接受新知识

７７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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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能力可能受年龄的限制等。① 与此相对的意见是，保护司

的老龄化和与社区处遇对象的年龄差并不一定是社区处遇的负面因

素，老人的丰富的经验阅历等可能成为社区处遇指导教育工作的一

个优势。在全国更生保护大会上，针对保护司高龄化问题所提出的

保护司退休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老龄化批判的意识在保护司

的感情意识中似乎是根深蒂固的。② 但是就保护司退休制的意识调

查结果看，持反对意见的只有 １３１％，比预想的比率少。③ 同时，
与保护司的高龄化相关联，保护司在年轻人中人数的扩大存在现实

的困难。从事保护司活动，必须本人在社区社会内享有威望，受人

尊重，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身体健康、生活安定、时间充

裕。对于年轻人来说，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是不容易的。

第二，关于保护司民间性和地区性的再探讨。日本保护司素来

以民间性和地区性的特征著称。民间性是指没有官僚性的权威，与

社区处遇对象者接触，比较容易形成轻松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同时

作为民间人，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和规定的束缚，可以根据实际处

遇需要随时调整面谈等监督指导的时间和方法。地区性是指保护司

与社区处遇对象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对本地区的生活环境比较熟

悉、容易了解受社区处遇人员的生活状况，与社区处遇对象人接触

交流比较方便，同时有利于活用本地区社会资源，提高影响力

效果。④

关于保护司的民间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保护司一般是本地

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富裕，往往与在社会地

位、经济状况处于劣势的受处遇人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给受处遇人

造成心理上的强制或压力，这种无形的权威甚至大于政府工作人

员。同时，由于保护司从形式上受法务大臣委托从事国家行为，在

８７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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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带有公权力性，可以称保护司是半官半民的性质。日本

学者岩井曾言：“如果说保护司还具有民间性的话，那就只有他不

领政府工资这一点了。”① 日本更生保护事业中一直有较强 “官尊

民卑”的旧习，保护司的民间性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在实际处遇

中，保护司所持有的 “权威”，往往造成与社区处遇对象中沟通交

流的困难。②

关于保护司的地区性，可以说基于地缘共同体的控制是保护司

监督指导的一个基础，但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
展期以来，伴随着都市化和频繁的人口流动，地缘共同体逐渐衰

退，保护司与社区处遇对象的接触、对其生活状况的把握，利用本

地区社会资源等都不像期望中的那样顺利容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

化，保护司原有的特性或优势也在逐渐的消退，这样如何适应新的

社会条件和需要，成为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保护司们不仅在数量上弥补了保护观察官的不足，而且在质量

上弥补了保护观察官的不足。就算从财政的视点来看，正因为有了

民间志愿者们的如此的献身努力，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才能用极其

微小的成本来负担犯罪者的改善更生方面的工作，对社会的安全做

出贡献。

但是，日本近年来接连不断出现由受社区处遇人员再次实施重

大犯罪，引起社会广泛不安，国民对社区处遇实行现状强烈不满，

对更生保护制度的检讨和重新审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从目前社区处遇的执行现状来看，每年约６万人的社区处遇对
象，由近５万人的保护司和约 １１００人的保护观察所的工作人员
（在第一线负责社区处遇的保护观察官有大约 ６５０人）， “官民协

动”来支撑保护观察制度。但所谓的 “官民协动”实际上是少数

９７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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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官”依赖 “民间”，作为其结果，防止再犯功能的脆弱性等内

在的问题点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事实已经被认识到了。确实，尽

管人力、物力都不很充足，但通过以保护司为首的民间志愿者和保

护观察官的辛勤努力，保护观察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近年在

保护司在不断老龄化且后继者的确保又很困难的情况下，随着地域

社会和犯罪形势的变化，问题点逐渐越发明显。

日本的社区处遇制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国民的足够理解，政府和

法官的认识也不很充分，在非常脆弱的人和物的体制分配下，过度

依赖民间的有志者。政府推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缺乏必

要资源投入的态度是社区处遇制度的问题点一直未得到解决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要因。

结语———国家·社会本位的组织模式

“刑罚权和刑事司法权从国家手中分出一部分给 （还给）社

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 ‘国家·社会’本位过渡。”①二

战后日本已经成功地将社区处遇的执行权由警察权力分离出来，由

保护观察官等政府官员与保护司等民间志愿者分担。在今天的日

本，几乎没有人再提出在这种权力再交给警察，或者赋予保护观察

官警察的身份，即使是在发生接受社区处遇人员实施恶性犯罪案件

的时候。人们思考在强调国家重视更生保护事业，增加政府人才力

资源投入的同时，谨慎对待国家防卫主义的思想与行为。

中国关于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是否要具有警察身份存在争

论。②提出社区矫正官应具有警察身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没有警

察身份就没有权威性，接受社区矫正人员不服管教③。司法部 《关

０８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中外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８期。
关于社区矫正官是否应具有警察身份的争论与观点综述，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区矫正法 （专家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２
年版，第１５－１７页。

鲁兰：《再议强化我国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第

五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７－１８日，北京，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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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草案送审稿）〉的说明》中也规

定了人民警察身份，其理由是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工

作，罪犯构成复杂、执行场所开放、矫正对象有一定危险性，执法

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由人民警察担任，

赋予其调查取证、即时强制、组织追查、押解、电子监控等执法权

力，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对罪犯的威慑性，有利于增强社

区群众的安全感。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警察的权威性对社区矫正的效果究竟起到

多大的积极作用？为什么我们要把管制、缓刑、假释等执行由原来

的公安机关执行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但现在又要主张给社区矫正

配警察？

如上文所述，权威性在日本社区处遇的实践中并不是一直起到

积极的作用。日本社会中也有 “官尊民卑”的旧习，官本位的形

象与实质，往往会造成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表面的服从或屈服，而

影响到内心的认同与矫正，对社会化进程可能会起到阻碍或迟缓的

负面作用。试想我们一方面期待接受社区矫正人员尽快更好的融入

社会生活，呼吁人们无歧视无差别的看待对待他们，另一方面由配

备警察来监管他们，尽管可以说这里的警察和公安是不同的。

社区矫正比起监狱矫正，场所开放、行动相对自由，比起限制

自由刑管理上的刚性，体现了更多的柔性。相对于我们目前纠结于

警察身份的有无，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公权力与私力资源在多大程

度上的融合与分配问题。

１８２日本社区处遇的组织模式：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


